
沒有人是安全的：舉報者無處不在，大學教師如

何「求生」？

他下定決心，讓責任感和道德感都去見鬼吧，從此以後，他只做一個無情的PPT閱讀機器。

上海復旦大學校園內，學生走過前共產黨主席毛澤東的雕像。攝：Nir Elias/Reuters/達志影像

「你為什麼要舉報老師？」

「看他不順眼，加上他不支持祖國統一」。

這是舉報者小A通過同學轉述的回答。此外，他堅決拒絕就這個話題進行更多輸出。

在大學青年教師徐靜看來，小A的回答概括了當下中國大學生舉報老師的兩個主要動機——個人情

緒的宣泄和對自己意識形態的捍衛。

「學生和老師之間能有什麼深仇大恨？對學生來說，舉報絕大多數是為了發泄，還有一部分是為了

謀取諸如保研之類的私利。從這個角度來看，舉報已成為一種工具和手段，而非目的。」徐靜說。

過去兩年，徐靜因被學生舉報，數次被系主任找去談話。談話內容不外乎她應端正思想、積極擁抱

主流價值觀和意識形態，不能一味吹捧國外、要多說國家和政府的好。

徐靜根據談話內容反推自己被舉報的原因：「可能是我在提到台灣時，沒強調這是『中國台灣』；

講中蘇關係時，提到珍寶島戰役，並藉此抨擊了蘇聯的邪惡；對於日本的現代化轉型，強調了麥克

阿瑟和美國發揮的積極作用；對大國之間的關係構建，提到了遵守國際規則的重要性。我能想到的

大概就是這些，但肯定不止這些。」

這也是讓當下很多中國大學教師感到有心無力的地方：很多時候，他們根本不知自己哪裏出了差

錯。被舉報後，迎接他們的往往是無休止的被談話、寫檢查，不但錯失評優機會及獎金，甚至主持

的學術項目也有可能被迫中斷或轉手他人。

祝你平安——平安上課、平安到家，也因此成為很多教師之間最誠摯的祝福。

「發動人鬥人，一直是黨的『優良』傳統，省錢省力還能做到事無鉅細。」一位因「政見不合」而

被某知名大學邊緣化的大學教授指出，「這也充分說明黨對現在大學施行的大思政教育還是不放

心，換言之，對大學老師和學生的思想動態不放心。舉報就是揪出那些擁有不合時宜的思想的人，

然後將其『絞殺』，以達到人人忠君愛國的最終目的。」



這名教授提到的「大思政課」，於2022年進入中國每所大學的必修課系統。和過往思政教育不同，

「大思政課」強調將思政課堂延伸到社會各領域，讓學生在真實社會情境中接受思想政治教育。

差不多在同一時期，學生信息員以前所未有的規模大批量出現在大學校園。學生信息員制度始於

1989年，2000年後逐步普及至中國所有大專院校。信息員均是從學生中選聘，名義上從事教育教

學和學校管理服務調查等工作。實際上，信息員是學校黨政部門的耳目，用於監視教師和其他學

生，也是思想政治工作隊伍的一部分。

近年，隨着信息員數量成規模擴大，針對其工作的獎勵也更加多元，除勞務報酬外，他們還能得到

加分、論文發表、保研等額外獎勵，這在一定程度上鼓勵了信息員們對舉報的積極態度。舉報行為

也被不斷美化，甚至有官方媒體將舉報者稱為「吹哨人」。

「『恐懼』和『讓人感到恐懼』是一種卓然有效的管理手段，它阻止了人與人之間的自發連接，更

有效遏制了思考和思想的存在——後兩者恰恰是大學最珍貴的財富。這正是官方鼓勵舉報以致現在

大學舉報蔚然成風的主要原因。」上述被某知名大學邊緣化的教授表示。

在無所不在、愈演愈烈的舉報風潮下，一些教師嘗試守住教育者的底線，併為此付出高昂代價；一

些教師學會「自保」，卻不得不放棄教育質量。一些文科教授私下表示，在不能求真求實、沒有任

何思辨的教育系統中，文科專業應直接被廢除。至於大學精神，多位受訪的大學教師共同表示，早

已不復存在。

一名男子正在觸碰手機。攝：Matt Cardy/Getty Images

沒有人是安全的

過去兩年，大學教師車學軍被學生舉報了十次以上。

什麼時候意識到自己被舉報了？

「舉報是不會被意識到的，那是學生和學校之間的暗箱交易。如果一個老師能意識到自己被舉報，

那麼他就不會被舉報了。」車學軍說，「如果學校偶爾懶得追究，很多人可能終其一生都不知道自

己被舉報了。」

于雲楠就曾一度飽受「遲鈍」之苦。她是一家知名大學歷史學院的教師，性格直爽開朗。有次為了

活躍課堂氛圍，於雲楠半開玩笑地提問：「中國人民是哪一年站起來的？」

「1949年，開國大典上毛主席說的」，一名學生回答道。



「其實1943年1月，中美、中英新約，即《中美關於取消美國在華治外法權及處理有關問題條

約》、《中英關於取消英國在華治外法權及其有關特權條約》分別在華盛頓和重慶的簽署，標誌着

美、英在華治外法權的廢除，意味着中國徹底從帝國主義不平等條約中擺脫出來，是民族解放運動

的重大勝利。這說明早在1943年，中國人民其實就已經站起來了。」于雲楠告訴學生。

上述歷史事實在史學界被統稱為「廢約」事件，在中國歷史學界早已是不爭的事實，但鮮有老師敢

在課堂上公開講授。

於是，于雲楠被舉報了，理由是她詆譭毛主席、刻意扭曲歷史真相、在課堂傳播有毒言論。最終，

學校以重大教學事故為由對她做出停課半年的處罰。

如果說歷史系是舉報的「重災區」，在工商管理學院任教的車學軍曾以為自己教授的課程並不敏

感，更不具備思想教育意義，所以不會被監督。直到2019年，他在課堂上成功識別出一位學生信息

員。

「那時新冠疫情還沒爆發，一位學生戴着口罩把臉捂得嚴嚴實實，坐在教室倒數第二排，不看我，

更不看我準備的PPT，也不和其他學生交流，整節課都是一個人低頭看手機。我感覺他很奇怪，於

是在學生小組討論的環節，走到他旁邊問他為什麼不加入討論，並追問他叫什麼、哪個專業的。」

車學軍說，那個學生明顯慌了，「我立即就猜到，他是信息員」。

隨即，車學軍大聲呵斥他離開教室，這名學生沒做任何抵抗——這進一步驗證了車學軍對其是信息

員的猜測。課後，他迅速到學院的行政辦公室，質問為什麼在自己的課堂安插信息員。對方沒有否

認，只是一味安撫他，稱這是學校的統一安排，學院也無能為力。

事情就是這麼發生的，如水到渠成一般。

2025年春節過後的第一節課，陳凱提早去了教室，他在中國南方一所知名大學任教。準備教案的過

程中，陳凱發現學生們都反常地坐到了教室兩側，中間正對講台的座位幾乎空無一人。他當即就猜

到：教室裏又安裝新攝像頭了。

不出所料，在黑板正上方的中間，一個碩大的攝像頭在虎視眈眈的俯視着整個教室。

「如果喬治·奧威爾筆下的』老大哥』（Big Brother）有形象的話，他一定長着一雙如攝像頭般黢

黑的眼睛。」陳凱說。

據多位受訪教師敘述，攝像頭已成為中國大學教室的標準配置。一般情況下，容納30人的教室要配

置至少2個攝像頭，70人的教室需配置至少4個，能夠容納百人以上的教室，則要求配置10個。

對外，這種「高配置」的教室被大學包裝為智能課堂。但事實上，在人為監督、舉報之外，攝像頭

為全程監視大學老師的授課內容提供了更大助力。

老師們是否有嘗試抵抗呢？

「當然有」，徐靜說。

但每個抵抗的人都付出了相應的代價。



中國哈爾濱，第九屆亞洲冬季運動會期間一所學校的教室。攝：Issei Kato/Reuters/達志影像

抵抗的代價

在意識到自己被學生信息員監督後，徐靜先詢問了自己博士生導師的建議。那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學

者，他告訴徐靜，她還是太年輕，好日子過慣了就誤以為那是常態，最後送給她四個字——審時度

勢。

不過，在接下來的一次全系教師會議中，徐靜還是小心翼翼地詢問系主任：能否不在課堂安插信息

員，將課堂完全交給老師？隨即，另一位與她同年入校的青年教師當場駁斥她：「大學是國家思想

教育的重鎮，保障大學生的思想體系不出現偏差更是每一位大學教師的首要責任，什麼叫把課堂完

全交給老師？你能對學生們的思想不跑偏負全責嗎？」

徐靜被懟得啞口無言，更重要的是，其他老師對他們的爭論默契地保持了沉默，而系主任則明顯更

讚賞那位青年教師的發言。

「那一瞬間，我知道我輸了，這事（安插信息員）不可逆轉了。」徐靜說。

唯一讓徐靜稍感安慰的是，會後，一位年長的教師私下找到徐靜說，其實她也不贊成在課堂上派駐

信息員，只是沒有勇氣表達出來，她現在只想順利退休，而一旦發表反對意見，她的退休待遇很可

能會因此受影響。

對此，徐靜表示理解。「現在的大學，有黨員身份和黨政思維並且能夠積極擁護黨政決策，甚至能

夠躬身其中主動幫忙建言獻策的人，才能得到更多的包括學術發表、職稱評級、個人工資甚至項目

申請方面更多的資源。即使做不到主動出謀劃策，大學對老師的底線要求也是要規規矩矩的，不能

惹事。」徐靜說。

而任何試圖抵抗的細小動作，都不會被輕縱。

針對遍布教室的攝像頭，車學軍曾嘗試進行相對柔和、且在他的預想中效果卓越的抵抗。「畢竟我

們不能溫和的走進那個良夜」，他說。

在一次上課前，他提前半個小時到達教室，用事先準備好的抹布將各個角落的攝像頭矇住。他認為

這個舉動雖然有掩耳盜鈴的嫌疑，卻是他抵抗態度的明確展示，藉此捍衛身為大學教師和高級知識

分子的尊嚴。

但課堂剛剛開始，教室的大門突然被人大力推開——更準確的說法是被踢開，伴隨着響亮的破門

聲，一名自稱是學校督察隊成員的工作人員喝令隨行的保安將蒙在攝像頭上的抹布扯開並扔到地



上。隨後，帶頭的督察隊成員一言不發地將教室大門「砰」的一聲大力關上了。

「所有學生都目睹了這個過程，大家都是一臉的震驚，事後他們更是用難以置信的眼神看着我。」

車學軍回憶到，「在學生面前，把一個老師的尊嚴踩在地上，沒有比這更狠毒的做派了。而隨着教

師尊嚴的喪失，今後學生在舉報時也會更無所顧忌。因為尊師重道的傳統在課堂秩序崩塌後，也會

一併消失。」

課後，車學軍被叫到院長辦公室接受批評，院長要求他寫2000字的檢討，理由是：他公然擾亂課堂

教學秩序。

「我是老師，那是我的課堂，我居然成為擾亂課堂教學秩序的人，太荒誕了！」車學軍極度憤懣：

「大學已經成了最不講理的地方了」。

而寫檢討已是所有懲罰中最輕微的一項了。

「被誣陷、被開除、被判刑，有太多前車之鑑了」，陳凱在中國南方一所知名大學任教。在海外完

成博士後研究後，他被母校老師力邀回母校，但正是在回歸母校的這幾年內，他目睹了大學精神的

崩塌。

「先不說許章潤這種大教授的遭遇，就是我們學校的教授，據我了解也有不止一位『被嫖娼』

了。」他說（編按：許章潤是中國知名法學家，曾任清華大學教授，因批評時政被革職並以「嫖

娼」罪遭逮捕，後獲釋）。

其中一位「被嫖娼」教授同樣是海歸，20年前加入這所大學，近年因「大鬧」學院院長辦公室而全

校聞名。而他「大鬧」的原因也很簡單，有學生舉報他否定中國的改革開放政策，學院領導在沒有

對事實進行再次核查的前提下，便對他進行了問責。

但課堂上的實際情況卻截然相反。這位教授非常肯定改革開放政策，他反對的是對該政策的倒行逆

施。事實被調查清楚後，這起舉報事件最終以學院領導的公開道歉做結。但這也使得這名教授與學

院之間的對抗更為公開和白熱化。於是，舉報事件發生不到一年後，這名教授便因「嫖娼」，被學

校開除。

對此，陳凱直言：「直覺告訴我，這名教授的遭遇和許章潤老師一樣，是被誣陷的。因為他一直是

學校公認的『刺頭』。他曾公開給所有教職員工發郵件，怒斥大學的自由精神不復存在、怒斥教授

的學術研究被黨政思維嚴重干擾，他的持續發聲讓學校領導煩不勝煩。」

而在「被嫖娼」之外，因項目報銷流程不規範而被指控貪污科研經費、並因此被去職的學者更是大

有人在。

最終，在這些「前車之鑑」們的震懾之下，大多數教師不得不嚴格遵循不斷縮緊、異化的思想和言

論審查，這種服帖直接導致了大學課堂秩序的進一步淪陷。

比如，誣告橫生。



中國北京，華為監控技術的展示區。攝：Ng Han Guan/AP/達志影像

誣告、包庇與「吹哨人」

相對於大多數老師對教室內攝像頭的牴觸，林敏卻積極擁抱攝像頭的到來。

「你不覺得這其實也是對老師的一種保護嗎？」她反問。

林敏在一所工科院校的農業學院任教，多次被學生舉報後，學校根據攝像頭記錄到的授課錄像證實

了她的清白，使她倖免於因誣告招致的無妄之災。

農業學院的老師，能被學生舉報什麼呢？

「他們舉報我泄露國家機密」，林敏說。課堂上，為了更好地讓學生理解當下最新的種子培育技

術，林敏會將很多前沿的科學研究數據和試驗方法對學生們進行展示。

根據她所在學校的教師行為規範和課堂授課條例，她的行為是完全被允許的。因此，當她得知被學

生舉報涉嫌泄露國家機密時，她的錯愕無以言表。

類似的「誣告」在當下的大學校園頗為常見。引發輿論廣泛關注的一個案例為，2023年5月，蘭州

大學歷史學院的一名老師被學生舉報「明目張膽的抹黑抗美援朝」。後校方調取課堂視頻並與上課

的多名學生核實，得以還原事情真相：老師在講授抗美援朝戰爭的影響和意義時，引用了網上曾經

出現的「一得九失」等觀點，然後明確指出這些觀點是錯誤的。

這從側面證實了，公開舉報老師的學生在斷章取義。

即便如此，蘭州大學在後續通報中，仍表示「將繼續強化對教師的培訓」，且未對誣告老師的學生

進行任何處理。

「包庇學生和嚴格要求老師已經成為了大學校園的新常態」。車學軍無奈道。

而蘭州大學的案例也證明了攝像頭可以保護大學老師。但是對於林敏歡迎安裝攝像頭的說法，陳凱

還是覺得過於天真：「誰站在攝像頭後邊？得想清楚這個問題才行。攝像頭就是權力的象徵，在這

樣的權力結構設計中，包括查看攝像頭的權力是被學校壟斷的，掌握權力的人想整誰就能整誰。所

以，不管有沒有攝像頭，大學老師都是案板上的魚肉，不服從、不配合的人，只能被隨意宰割。」

這並不是危言聳聽。2021年11月，湖南城市學院的教授李劍在講授建築文化時，提到日本人精益求

精，後被學生舉報，李劍被轉崗到學校圖書館成了一名圖書館管理員；2022年10月，西南大學的教



授徐松巖在微博透露，他被一名學生信息員舉報，下課後，這名學生甚至直接通知他「準備彙

報」。

在受訪的多名大學教師看來，「準備彙報」是典型的文革用語，尤其當學生對老師講出這個詞時，

文革氛圍越發濃厚，而他們實在是想不通「00後」學生是從哪裏學到的這些糟粕。

非要追本溯源的話，陳凱思考了很久後表示，這應該與舉報者最開始被視為「吹哨人」分不開關

係。在他看來，「吹哨人」的榮譽會讓很多學生的行為失當，因為行為是語言的衍生品。

「或許學生們真的不認為他們是錯的，在他們的想象中，舉報老師使得他們成為了英雄一般的存

在。這種行為和思想與文革中的紅衛兵以及納粹的衝鋒隊員別無二致。」陳凱說。

對舉報者進行「吹哨人」這一榮譽加身的始作俑者為黨媒《環球時報》，該報曾發布評論文章稱：

震旦學生不是「告密者」，而是「吹哨人」。

2021年12月上海震旦職業學院東方電影學院一名老師在課堂上質疑了南京大屠殺的遇難人數，被學

生錄製視頻上傳到網絡後，引發大量關注和討論，之後當事老師被學校開除。

對於學生的舉報行為，包括《環球時報》在內的多家媒體和大量網友給與了巨大的支持和讚賞。事

後，這名學生更直接表示，他在這件事中感受到了快樂和互聯網的巨大熱情。

對此，一位不願透露個人信息的大學教師評價道：「把舉報者美化成『吹哨人』，無疑使告密文化

進一步升級，以後舉報者就是救苦救難的大英雄形象了」。

這種英雄臆想無疑進一步導致了舉報者的肆無忌憚，迫使教師們在恐懼的陰影下摸索自保的方法。

北京大學新入學的本科生。攝：Jiang Qiming/China News Service/VCG via Getty Images

大學老師的「求生指南」

停課半年復課後，于雲楠不得不時刻警告自己，跟學生講話需三思而行。甚至有一次，一位學生和

她微信聊天時誇她有思想、有見解，她第一反應是驚恐，然後下意識地打開微信朋友圈。「還好我

什麼都沒發」，她說。

她和幾位同樣飽受「被舉報」之苦的年輕教師共同整理了一份「求生指南」。

這份求生指南指出，作為大學教師，首先應剋制自己的表達欲，如果對於照着PPT給學生念課件感

到於心不忍，可以適當額外表達一些學術用語，但永遠不要涉及敏感話題（注：敏感與否以中央電



視台的《新聞聯播》為準）；而如果學生主動提問敏感話題，要告知他們以中央文件為準，請他們

課外自行查閱（責任心強的老師，也可以當場查閱，然後念給學生聽）。

其次，永遠不要讓學生在課堂上進行自由討論，萬一碰到較真（認真）的學生，言論的邊界很容易

失控；此外，對於無法避免的課堂討論，必須讓學生事先提交討論文案，老師進行審查後，再允許

他們在課堂上讀出來。

再次，永遠不要共情學生，更不能設身處地為他們着想。不要給他們提供任何求學、就業方面的建

議，不能說任何公務員、事業單位、國企央企的壞話，更不要鼓勵他們出國深造。對於學生的主動

詢問，給予「哼哼哈哈」的回應即可。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命運，老師無法幫助學生逆天改命的時

候，保住自己的性命更重要。

最後，也是最重要的一點，永遠不要和學生交朋友，永遠不要回復他們諮詢與課堂內容無關的郵件

和短信，更不要加學生微信（如果實在無法拒絕的話，可以再買一部手機註冊一個專門用來加學生

的微信小號，而如果只有一部手機和一個微信號的話，絕對不要對學生開放朋友圈）。

「按照這個指南操作，可以在至少90%的程度上避免被舉報。」于雲楠說。

但是如此一來，大學精神何在？

大學精神早就不復存在了，接受採訪的多位教師共同表示。

上述因「政見不合」而被所在學校邊緣化的教授更給出了這樣的答案：「如果大學老師講課還要顧

忌頗多，不能求真求實，不能如實表達自己的觀點，大學存在的必要性也就沒有了」。

不僅該教授，多名文科學者也都曾多次私下表達，現在大學裏的多數專業尤其是文科專業都應直接

被廢除，因為這些課程無法給學生帶來任何知識甚至成長，既不能教會他們如何思辨，又不能讓他

們盡情探究真實世界。相反，絕大多數課程都是一些「水」課，浪費學生時間的同時，還帶來了負

面的智識影響。

從這個角度出發，有些老師對學生的舉報行為也變得包容。「或許這是我們應得的。雖然兩者之間

沒有必然的邏輯關係，但是在這樣的大學裏，如果無法為學生提供正確指引的話，我個人有非常重

的道德壓力。」劉葉明說，他在中國東南某省一所985高校任教，教授現代經濟史。

因此，劉葉明會在開學第一課上公開告訴學生們，歡迎隨時舉報他，但舉報需要有理有據、有禮有

節，需要是在完成事實核查的基礎上進行。一旦讓他發現有誰在惡意舉報他，他絕不會放過惡意舉

報者。

「這或許在某種程度上可以教會學生們如何思考問題，以及明辨是非」，劉葉明表示。這成為他彌

補愧疚感的途徑之一。

但愧疚感是彌補不完的。

一位在準備碩士論文的學生曾發郵件詢問劉葉明關於鄧小平南巡講話後中國經濟政策變動的更進一

步原因，學生真誠地在郵件中附上自己的論文開題報告、指導老師、自己所在的院校以及當下的困

惑。

因深層次原因涉及到「天安門事件」這一敏感因素，劉葉明思考再三後才回復。他寫到，南巡前的

1989年是個非常關鍵但卻敏感的時間點，作為老師，他不建議學生深挖現象背後的原因，否則他的

論文可能會因此無法通過答辯，進而無法拿到學位。但如果在論文之外，他仍感興趣，劉葉明願意

私下和他認真聊一下這個話題。



中國北京，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內觀看展品的參觀者。攝：Ng Han Guan/AP/達志影像

這樣一封字斟句酌的郵件發出後，這名學生再沒有回覆他。之後很長一段時間，劉葉明再次陷入了

為自己的「懦弱」和對學生的辜負而產生的愧疚感中。

儘管，他的擔心並非多餘。

浙江大學歷史學院原教師虞樂仲曾公開發文指出，在浙江大學歷史學院本科生的一次論文答辯中，

他指導的七名學生均因意識形態問題被要求重寫論文，進行二次答辯。例如，對主題為《印度教葬

禮對貴州鄉村殯葬改革的啓示》，否決理由是：這明顯是對本民族的文化不夠自信，有意識形態問

題；一篇論文藉助美國辛普森案思考、啓發法治觀念相對落後的貴州農村學生去思考程序正義，被

否決的理由是：這明顯是在抬高美國，貶低貴州，有意識形態錯誤；另一篇論文的主要內容為印度

教報業輪迴思想對中國人財富觀的啓示，否決理由則是：業報輪迴思想是唯心主義，不能宣揚封建

迷信，另外，說中國人過度追求物質財富是在貶低中國人，有意識形態錯誤。

對於這些在外界看來猶如笑話一般的否決理由，所有受訪的大學教師都給出同樣答案：「這就是當

下大學的現狀，甚至現在有過之而無不及」。

虞樂仲後來與學院院長發生了衝突，遂離開浙江大學、轉做自媒體。不過更多身處大學的教師因各

種各樣的原因，無法如此灑脫地放棄大學教職，他們必須要學會配合、忍受以及自保。

所有這一切均導致大學教學質量的下降。

學生們也意識到了這一點，積極謀求在專業課以外繼續提升個人的競爭力，以期在殘酷的保研、就

業市場拔得頭籌，而大學對學生的考核方法也加劇了學生間的競爭。

據徐靜介紹，幾乎所有中國大學裏的評獎評優和保研，其中20%-30%的分數由課外活動構成，甚

至多所知名醫科大學和醫學院的考核方式也是如此。

而監督、舉報老師，便是其中可以獲得加分的一項課外活動。

車學軍也證實了這一點。他每年都會參加兩次研究生面試，一次是保研學生，一次是報考學生。他

透露，有次一個保送生在簡歷上直接寫——本科在校期間自己曾做過信息員以及協助輔導員做思想

政治工作。

車學軍本人非常不想要這個學生，但因對方是保送生，加上學院院長親自在錄取名單上簽了字，要

不要這個學生已由不得他。

可是放任一個信息員留在自己的課堂，是否會擔心和害怕？



「當然害怕，誰知道他看我不順眼了會不會舉報我，但我能怎麼辦？只能繼續謹言慎行了。」車學

軍說。

他也因此下定決心，讓責任感和道德感都去見鬼吧，從此以後，他只做一個無情的PPT閱讀機器。

「要爛大家一塊兒爛」，他說。

應受訪者要求，徐靜、陳凱、車學軍、于雲楠、林敏、劉葉明為化名。


